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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国际关系界 “第三次大辩论”以来,语言在国际关

系中的建构性和生产性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不过,当前语言视角

下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建构了什么,即规则、规范

和身份等,而很少关注语言的内在建构机制.隐喻是语言中的普遍

现象,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是理解语言建构性内在机制的

一把钥匙.因此,本文在借鉴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和政治心

理学的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个隐喻与对外政策的分析框架,

并以 “利益攸关方”和 “修昔底德陷阱”两个关于中美关系的隐喻

为例,分析了其对对外政策的建构作用,发现两种不同隐喻框定了

不同的对外政策.最后,我们从隐喻认知的角度,还对中美 “新型

大国关系”隐喻构建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　隐喻 对外政策 中美关系 利益攸关方 修昔底德

陷阱 新型大国关系 语言

隐喻是语言中的普遍现象, “人类任何领域的交流都离不开隐喻思维和

隐喻语言”,对外政策话语亦不例外.① 翻开美国的对外政策历史,隐喻现象

十分明显:罗斯福总统对二战后秩序提出了 “四警察”设想,艾森豪威尔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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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谈及印度支那问题时提出了 “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理论,里根总统认为

苏联是 “邪恶帝国”,小布什总统称某些国家构成 “邪恶轴心”等等,不胜

枚举.中国的对外政策语言更是如此,从建国初的 “另起炉灶”、“一边倒”,

到改革开放之后的 “韬光养晦”,这样的例子很多.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从

两国建交后的中美苏 “三角关系”到２１世纪初的 “利益攸关方”,再到目前

的 “修昔底德陷阱”和 “新型大国关系”的争论,都离不开隐喻的使用.为

什么这些对外政策话语充满了隐喻? 它们仅仅是一种修辞用法吗? 它们对对

外政策会有何影响?

对于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作用,我们可以追溯到国际关系界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的 “第三次大辩论”.当时,反思主义者 (reflectivists)、

放逐者 (exiles)和持不同意见者 (dissidents)围绕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展开了广泛辩论.① 这场辩论激发了学者对语言的研究,他们逐渐认识到话

语对国际关系的建构性和生产性作用,话语在赋予 “客观”世界意义的过程

中构建了 “自我”和 “他者”,对外政策不过是这种话语身份的反映.② 同

时,政治心理学用实验的方法也印证了话语的建构作用,实验者通过操控不

同褒贬性的文本,就可以改变人们对行为体形象的认知,从而构建出不同的

政治现实.③ 随着话语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内一些学

者也开始涉足,并做出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④ 但是整体而言,当前国际关

６８

①

②

③

④

“Reflectivists”源自１９８８年国际研究协会主席基欧汉的主席发言,参见JamesDerDerian,
“The(S)pac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Simulation,Surveillance,andSpeed”,InternationalStudiesQuarＧ

terly,Vol３４,No３,１９９０,p２９５; “Exile”和 “Dissident”是 阿 什 利 (RichardAshley)和 沃 尔 克

(RBJWalker)的用语,参见 RAshleyandRBJWalker,“Introduction:SpeakingtheLanguageof
Exile:DissidentThoughtinInternationalStudie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３４,No３,１９９０,
pp４９４Ｇ５００.这类学者主要包括 NicholasOnuf,FriedrichKratochwil,RichardAshley,MichaelShapiro,
JamesDerDerian,RBJWalker等人.

JMilliken,“TheStudyofDiscours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CritiqueofResearchandMethＧ
ods”,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５,No２,１９９９,pp２２５Ｇ２５４;DCampbell,WritＧ
ingSecurity:UnitedStatesForeignPolicyandthePoliticsofIdentity,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２;
LHansen,SecurityasPractice:DiscourseAnalysisandtheBosnianWar,Routledge,２００６;CEpstein,
ThePowerofWord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MITPress,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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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ofRealismandLiberalism,Stan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MAOlsonandRHFazio,
“ImplicitAttitudeFormationthroughClassicalConditioning”,PsychologicalScience,Vol１２,No５,２００１,
pp４１３Ｇ４１７

参见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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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研究尤其是国内的话语建构性研究很少关注隐喻,因为长期以来隐喻被看

作是一种 “修辞性语言” (figurativelanguage)而非 “原义语言” (literallanＧ

guage),是对正常语言的 “背离”.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的话语研究主要集中

在语言建构了什么,即分析文本中话语表象 (representations)所代表的规

则、规范、身份以及与对外政策的关系,而很少关注语言的内在建构机制,

即语言是如何建构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世界,而后者对于理解话语建构和话语

权的建立至关重要.

本文认为,隐喻为我们理解话语的内在建构机制提供了一把钥匙,它是

语言的 “常态”而非 “背离”,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建构人们理解

的 “现实”与对外政策.本文在借鉴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和政治心理

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隐喻与对外政策建构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并将

其运用于对中美关系的隐喻分析中.全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

回顾语言视角下国际关系的研究现状,指出隐喻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特别是探

讨语言内在建构机制方面的价值,为构建分析框架提供基本的理论背景;第

二部分提出一个隐喻与对外政策的逻辑分析框架,即选择性意义建构、框定

议程和隐喻推理;第三部分以 “利益攸关方”、“修昔底德陷阱”两个隐喻为

例解析隐喻的建构作用;第四部分进而探讨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隐喻的建

构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

一、 语言、 隐喻与国际关系

索绪尔的语言任意性思想、维特根斯坦的 “语言游戏”理论、德里达的

解构主义、福柯的话语权力等先哲的思考和探究,开启了人文社会科学的

“语言转向”.① 人们开始认识到 “语言是我们生活的社会世界的创造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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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 (signifier)与所指 (signified)不存在内在联系,维特根斯坦认为

那些和语言编制成一片的活动共同构成了 “语言游戏”,语言不再只是外部的标签,这就使语言具有

了本体论价值.德里达通过解构话语来消解中心,福柯则通过对概念知识的考古来揭示话语与权力的

建构与依存关系,从而颠覆了现代主义中理性和真理的客观性.参见菲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

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陈嘉映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JacquesDerrida,WritingandDifference,translatedbyAlanBass,Routledge,
２００２;MichelFoucault,TheArchaeologyof KnowledgeandtheDiscourseonLanguage,translatedby
AMSheridanSmith,PantheonBooks,１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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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 “描述客观现实的工具”.① 不过,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中后期国际关系界的 “第三次大辩论”,语言才登上国际关系研究的舞台,

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角度论述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作用.②

从所借鉴的思想和语言理论来看,语言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大体可以

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言语—行为角度出发,认为 “说话即做事”,主要以

约翰奥斯汀和约翰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③ 以尼古拉斯奥努弗

的言语行为与规则、弗里德里克克拉托克维尔的言语行为与规范以及哥本

哈根学派特别是奥利维夫的言语行为与安全化的研究为代表.第二类是后

结构主义,他们主要受德里达、福柯、布迪厄、克里斯蒂娃、厄内斯特拉

克劳等人的影响,坚持语言的本体地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 “最直接关心”④

语言价值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德里安、夏皮罗、阿什利、沃尔克、坎贝

尔、吉姆乔治、米利肯、爱泼斯坦、汉森和潘成鑫等人.⑤ 这类研究主要

是通过分析某些历史事件或事物的不同话语叙事以及主导话语的变化来揭示

和解释身份与对外政策的变化,从而说明话语的建构作用.第三类主要受维

特根斯坦的 “语言游戏”理论启发,将国际关系看作 “语言游戏”,主要代

表人物是菲尔克、达菲和霍华德等人.⑥ 其基本逻辑是语言建构了规则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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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rayEdelman, “PoliticalLanguageand PoliticalReality”,PoliticalScienceand Politics,
Vol１８,No１,１９８５,p１０

“第三次大辩论”主要是围绕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展开的,一些学者开始质疑、批判物质/理

性主 义.参 见 EmmanuelNavon,“The ‘ThirdDebate’Revisited”,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
Vol２７,No４,２００１,pp６１１Ｇ６２５;Jim George,“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theSearchforThinking
Space:Another View ofthe Third Debate”,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３３,No３,１９８９,
pp２６９Ｇ２７９;YosefLapid,“TheThirdDebate:OntheProspectsofInternationalTheoryinaPostＧPositivist
Era”,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３３,No３,１９８９,pp２３５Ｇ２５４.

JLAustin,HowtoDoThingswithWords,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２,p１２;JohnSearle,
SpeechActs:AnEssayinthePhilosophyofLangua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９

KMFierke,“LinksAcrosstheAbyss:LanguageandLogicin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ernaＧ
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４６,Issue３,２００２,p３３３

相关研究可参见:JamesDerDerianandMichaelJShapiro,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Relations:
PostmodernReadingsofWorldPolitics,LexingtonBooks,１９８９;DCampbell,WritingSecurity:United
StatesForeignPolicyandthePoliticsofIdentity;Jim George,DiscoursesofGlobalPolitics:ACritical
(Re)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LynneRiennerPublishers,１９９４;JMilliken,“TheStudyof
Discours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CritiqueofResearchandMethods”,pp２２５Ｇ２５４;CEpstein,The
PowerofWord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LHansen,SecurityasPractice:DiscourseAnalysisandthe
BosnianWar;ChengxinPan,Knowledge,DesireandPowerinGlobalPolitics:WesternRepresentationsof
ChinasRise,EdwardElgarPublishing,２０１２.

参见KMFierke,ChangingStrategies:CriticalInvestigationsinSecurity,ManchesterUniversity
Press,１９９８;GavanDufey,“LanguageGames:DialogicalAnalysisofINF Negoti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Quarterly,Vol４２,No２,１９９８,pp２７１Ｇ２９３;PeterHoward,“WhyNotInvadeNorthKorea?
Threats,LanguageGames,andUSForeignPolicy”,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４８,No４,
２００４,pp８０５Ｇ８２８



隐喻与对外政策:中美关系的隐喻之战

境,而语境又会制约人们对事物和行为的理解,即意义的生成;当行为体通

过语言的战略运用来试图改变游戏规则时,也就改变了行为的意义和游戏本

身,从而限制和创造了未来可能和允许的行为.此外,国内学者如孙吉胜、

刘永涛等在总结国外研究的基础上,也对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作用做出

了深入的分析.①

上述研究将语言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对象,大大拓展了研究

的视野,加深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但是,这些研究对于语言建构现实

的内在机制关注相对较少,语言在整体上还是被看作 “黑匣子”.例如,言

语行为理论强调语言对规则、规范和安全的建构,后结构主义聚焦语言对身

份的建构,语言游戏视角突出语言对游戏规则的建构,这些基本上以语言的

建构性为假设和基础,但是很少关心语言是如何建构的,即人们如何通过语

言来理解所经历的世界,进而这种认知怎样影响身份和对外政策.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认知语言学关于隐喻的研究,为我们理解语言

建构性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把钥匙.隐喻 (metaphor)一词最早出现在雅典

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的 «埃瓦格拉斯»一书中,字面意思是指 “把某物从某

地带到某地”,因此其本身就是一个隐喻.② 隐喻是语言中的普遍现象, “普

遍存在于我们每一天的日常思考、讲话和行动中”.③ 在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

建构中充满了隐喻,如现实主义的 “均势”、 “零和游戏”、 “软实力”,建构

主义中的 “身份”、“(规范的)生命周期”、“语言游戏”等等.在对外政策

中更是非常普遍,如艾森豪威尔的 “多米诺骨牌”、里根的 “邪恶帝国”、布

什的 “流氓国家”等等.但是,受亚里士多德等人影响,传统上隐喻只被视

为一种修辞手段,即一种 “相似性比喻” (tropeofresemblance),一种 “替

代”(substitution).④ 因此,它不是语言运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是语言

使用中的一种装饰和美化,是对正常语言的一种背离,甚至有时还会很 “危

险”.⑤ 因此,除了政治传播研究关注隐喻的修辞功能外,主流的政治理论和

国际关系理论基本把隐喻排除在研究议程之外,因为它是 “误导的、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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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刘永涛: «语言与国际关系:
拓展政治分析的新视角»;刘永涛:«话语政治:符号权力和美国对外政策».

Aristotle,OnRhetoric:ATheoryofCivicDiscourse,translatedbyGeorgeKennedy,OxfordUniＧ
versityPress,２００７,p１９９

GeorgeLakoffandMarkJohnson,“ConceptualMetaphorinEverydayLanguage”,TheJournalof
Philosophy,Vol７７,Issue８,１９８０,p４５３

PaulRicoeur,TheRuleofMetaphor,translatedbyRobertCzerrny,KathleenMcLaughlinandJohn
Costello,Routledge,２００３,p１

DavidPunter,Metaphor,Routledge,２００７,p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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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化的、病态的、原始和荒谬的”.① 即使上述语言视角下的国际关系

理论也基本没有将其纳入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变量.②

以乔治莱考夫等人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颠覆了这种传统隐喻观,指出

隐喻不是对正常语言的背离和反常,而是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 “限制着我

们所注意到的事物,强化我们所能看到的方面,并为我们推理提供部分推理

框架.”③ 具体而言,新的隐喻观具有以下特征:首先,隐喻被看作是一种

“跨概念域的映射”,“用一个心理域来理解另外一个心理域”,即源域到靶域

的映射.④ “隐喻的本质是通过某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事物”,具有 “突出”

和 “掩藏”两大功能.⑤ 这样,事物的意义并不是本质主义的,不是完全客

观和绝对的,而是一种来自源域到靶域的投射,是经验性的.⑥ 因此,隐喻

就具有了认知和建构功能.例如,凯南在长电报中称共产主义是 “寄生虫”,

艾森豪威尔在解释美国在东南亚外交政策时使用了 “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隐

喻,这些源域 (“寄生虫”和 “多米诺骨牌”)的典型特征就会投射到靶域

(“共产主义”和 “印度支那地缘政治形势”)上,从而建构出靶域的意义.

这种新隐喻观越来越得到语言神经理论、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和人工

智能等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的支持.⑦ 需要指出的是,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广

义隐喻外延包括了明喻 (simile)、拟人 (personification)、转喻 (metonym)、

提喻 (snynecdoche)和类比 (analogy),因为在认知层面它们都是通过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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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Chilton,SecurityMetaphors:ColdWarDiscoursefromContainmenttoCommonHouse,Peter
Lang,１９９６,pp１Ｇ２

菲尔克的研究已经注意到隐喻对于意义的建构作用,但是很明显她主要借助 “游戏理论”作

为解释框架.参见孙吉胜:«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与建构主义理论发展研究:以语言游戏为例», «外
交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３７—４５页;KMFierke,ChangingGames,ChangingStrategies:Critical
InvestigationsinSecurity.此外,孙吉胜的语言分析框架在词汇层面提到了隐喻在建构中的作用,但

是基本上还是将隐喻视为语言的 “修饰”,是使用者 “对语言使用的巧妙之处”,旨在产生 “特殊意义

效果”.参见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第１４６页.
GeorgeLakoffandMarkJohnson,“TheMetaphoricalStructureoftheHumanConceptualSystem”,

CognitiveScience,Vol４,Issue２,１９８０,p１９５;GeorgeLakoff,“MetaphorandWar:TheMetaphorSysＧ
temUsedtoJustifyWarintheGulf”,inMartinPütz,ed,ThirtyYearsofLinguisticEvolution,JohnBenＧ
jamin,１９９２,p４８１

莱考夫:«隐喻的现代理论»,载盖拉茨主编:«认知语言学基础»,邵军航、杨波译,上海译

文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９９、２０３—２０４页.
GeorgeLakoffandMarkJohnson,MetaphorsWeLiveBy,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１９８０,

pp５,１０
关于 metaphor、truth和experientialist的讨论,可参见 GeorgeLakoffandMarkJohnson,MetaＧ

phorsWeLiveBy,pp１８５Ｇ１９４.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 RaymondGibbs,ed,TheCambridgeHandbookofMetaphorandThought,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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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对靶域的理解.①

其次,隐喻被看作是普遍的认知现象,是人们理解世界的基本认知方

式.莱考夫认为,我们日常思考 和 行 动 的 概 念 系 统 “从 根 本 上 说 是 隐 喻

的”.② 人们不但通过 “非隐喻概念”理解世界,更依赖于 “隐喻概念”理解

世界.所谓 “非隐喻概念”是指那些与我们经历直接相关、其含义由其自身

界定的概念,如 “上”、“下”等,而隐喻概念是指那些仅靠其自身经验无法

理解,而必须借助其他概念,即对一种事物或经历的理解必须通过另外一种

事物或经历而得以理解.③ 非隐喻概念比较简单,无法脱离直接经验.但当

人们理解抽象和复杂的世界时,就不得不借助隐喻概念了,比如 “爱情”、

“国家”、 “中美关系”.事物越复杂,人们越要依赖隐喻来进行思考.事实

上,许多基本的概念,如 “时间、数量、状态、变化、行动、动因、目的、

手段、属性”等概念,都常常需要采取隐喻性理解.④

最后,隐喻的存在形式与类型.新的隐喻观认为隐喻是语言的常态,广

泛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用语中.但是,为什么我们几乎习焉不察呢? 实际上,

语言中存在两大类隐喻:“新奇隐喻”和 “常规隐喻”.⑤ 新奇隐喻与常规隐

喻是相对而言的,简单来说,新奇隐喻通常是新出现的隐喻,具有想象力和

创新性,能够为我们对事物提供全新的理解,是我们传统上理解的那类 “隐

喻”.例如,汪洋副总理在２０１３年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将中美关系

称为 “夫妻”关系,说 “我们不能走离婚的路”.⑥ 但是,当新奇隐喻逐渐被

人们所接受,慢慢沉淀为我们语言体系和认知体系的基本元素后,人们在使

用它时也就 “毫不费力”,以至于没有察觉,新奇隐喻就成为常规隐喻了.⑦

常规隐喻在我们的语言中比比皆是,我们会说 “针眼”、“两极世界”、“国际

机制”等等.本文分析的 “新型大国关系”也属于这一类,该隐喻基于国际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隐喻是不同域 (betweenＧdomain)下的映射,而类比是同域 (withinＧdomain)之间的映射.
GeorgeLakoffandMarkJohnson,“ConceptualMetaphorinEverydayLanguage”,p４５４
GeorgeLakoffandMarkJohnson,“TheMetaphoricalStructureoftheHumanConceptualSystem”,

p１９５
莱考夫:«隐喻的现代理论»,第２１０页.
本文的隐喻分类主要基于莱考夫的文章.此外,还有其他类似的分类,如德鲁拉克 (Peter

Drulak)将隐喻分为 “沉淀的”(sedimented)、 “常规的” (conventional)和 “非常规的” (unconvenＧ
tional)三类.以 上 分 类 可 参 见:GeorgeLakoffand MarkJohnson,“ConceptualMetaphorinEveryday
Language”,pp４５３Ｇ４８６;PeterDrulak,“Motion,ContainerandEquilibrium:MetaphorsintheDiscourseaＧ
boutEuropeanIntegration”,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１２,No４,２００６,p５０７.

吴庆才、德永健:«汪洋幽默 “首秀”以夫妻妙喻中美经济关系»,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３年７月

１０日,http://wwwchinanewscom/gn/２０１３/０７Ｇ１１/５０２７６１６shtml.
莱考夫:«隐喻的现代理论»,第２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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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最常见的 “根隐喻”,即 “国家是人”,因为国家是个抽象的东西,理

解为 “人”之后才会有各种 “关系”如伙伴、敌人等,还有 “关系”概念本

身也是抽象的,没有物理意义上的新旧之分.由于广泛、持久的使用,人们

已经几乎觉察不到它们的新奇性.实际上,我们日常所使用的绝大部分语言

都是常规隐喻,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字面意义的语言,如 “上”、“下”、“前”、

“后”等等.① 离开常规隐喻,我们几乎无法表达想法.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和影响,隐喻的巨大建构价值开始被其他学科学

者所重视.在国际关系界,隐喻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

才开始出现相关的研究,但在西方发展迅速.这些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关注隐喻在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建构中的作用.例如,罗纳德戴博特

认为,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和观念已经成为束缚人们认知的 “眼罩” (blindＧ

er),要想打破这种观念上的桎梏,可以通过隐喻的分析和使用对社会世界进

行 “治疗性再描述”,因为隐喻建构人们的认知,而且历史上重大的 “观念

革命”无不是通过使用创造性隐喻推动的.② 利特尔主要回顾了摩根索、布

尔、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等人在理论建构中对 “均势”隐喻的使用,他认为

“均势”与其说是不可改变的规律,还不如说是人们思考世界的方式.马克

斯等人指出隐喻是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的普遍现象, “隐喻框定和描述了各

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视角”.布赫指出规范 “生命周期”隐喻将规范传播视为

机械和自动化的过程,造成规范传播叙事中施动性的缺失.③ 另外一类研究

主要关注隐喻与国际关系现象特别是对外政策的关系.例如,莱考夫认为,

老布什总统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通过一系列隐喻将人们引入 “英雄匡扶正

义”的认知框架,进而为发动战争提供合法性.史木寇着重考察了隐喻在外

交政策决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比较了历史类比和隐喻的不同作用方式.

奇尔顿分析了冷战时期的安全隐喻,指出 “容器隐喻” (containermetaphor)

框定了整个政策叙事的概念隐喻.大卫马梯默研究了隐喻如何建构国际安

全中的 “扩散”问题以及它对扩散政策的影响.德鲁拉克等人分析了隐喻在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建构作用,斯宾塞等人还分析了恐怖主义建构中的隐喻

２９

①

②

③

当然,这些字面意思的词语在不同语境下很可能成为隐喻,比如 “中国经济上去了”,这里

的 “上”是一种方向隐喻 (orientationalmetaphor),其背后的根隐喻是 “上去是好事”.
RonaldDeibert,“‘ExorcismusTheoriae’:Pragmatism,MetaphorsandtheReturnoftheMedieval

inIRTheory”,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３,No２,１９９７,pp１６７Ｇ１９２
RichardLittle,TheBalanceofPowerinInternationalRelations:Metaphor,MythsandModels,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MichaelMarks,Metapho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Palgrave
Macmillan,２０１１,p７９;BerndBucher,“ActingAbstractions:Metaphors,NarrativeStructures,andtheEＧ
clipseofAgency”,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２０,No３,２０１４,pp７４２Ｇ７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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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对国家对外政策选择的影响.① 此外,国内少数学者近年也开始关注隐

喻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的作用,尝试从隐喻视角分析和解读美国对外

政策和中美关系.② 这些隐喻分析丰富了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为国际

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拓展空间.但从总体上来说,目前国际关系领域的

隐喻研究或是聚焦在理论层面,或是集中在分析特定现象 (或领域)中的具

体隐喻,缺乏分析隐喻与对外政策之关系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因此,下文我

们将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搭建一个这样的框架.

二、 隐喻、 现实与对外政策建构

“没有隐喻的政治就如同失去水的鱼儿.”③ 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复杂

性和抽象性,使人们不得不借助那些更具体、熟悉和简单的概念来理解国际

关系.不但普通民众需要借助隐喻,即使是那些相对熟悉国际事务的政府官

员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描述和阐释国际政治事件时也经常借助隐喻.隐喻 “可

以启动观众预设、框定议题,能够建立共同体和组织合作,能够激起分歧与

冲突,能够争取支持和导致对立”.④ 因此,作为一种话语分析方法,隐喻分

析是人们认识和审视所理解的现实与对外政策的重要途径.

当前,隐喻分析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行为体为中心,另一类以结

３９

①

②

③

④

GeorgeLakoff,“MetaphorandWar:TheMetaphorSystemUsedtoJustifyWarintheGulf”;Keith
Shimko,“MetaphorsandForeignPolicyDecisionMaking”,pp６５５Ｇ６７１;PaulChilton,SecurityMetaphors:
ColdWarDiscoursefromContainmenttoCommonHouse;DavidMutimer,“ReimaginingSecurity:TheMetＧ
aphorsofProliferation”,inKeithKrauseandMichaelWilliams,eds,CriticalSecurityStudies:Conceptsand
Case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１９９７,pp１８７Ｇ２２２;PeterDrulak,“Motion,ContainerandEquilibriＧ
um:MetaphorsintheDiscourseaboutEuropeanIntegration”,pp４９９Ｇ５３１;RainerHulsse,“Imaginethe
EU:TheMetaphoricalConstructionofaSupraＧNationalistIdentity”,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
Development,Vol９,No４,２００６,pp３９６Ｇ４２１;AlexanderSpencer,“TheSocialConstructionofTerrorＧ
ism:Media,MetaphorsandPolicyImplications”,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 Development,
Vol１５,No３,２０１２,pp３９３Ｇ４１９;RainerHulsseandAlexanderSpencer,“TheMetaphorofTerror:TerＧ
rorismStudiesandtheConstructivistTurn”,SecurityDialogue,Vol３９,No６,２００８,pp５７１Ｇ５９２

林民旺:«隐喻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国际论坛»,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１５—１９页;陈勇:
«“巨人的碰撞”———中美关系政治隐喻解读»,«东南学术»,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２２９—２３１页.

SethThompson,“PoliticswithoutMetaphorsIsLikeaFishwithoutWater”,inJeffreyScottMio
andAlbertNKatz,eds,Metaphor:ImplicationsandApplications,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１９９６,
pp１８５Ｇ２０１

FrancisBeerandChristlDeLandtsheer,MetaphoricalWorldPolitics,MichiganUniversityPress,
２００４,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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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为中心.① 前者主要是通过隐喻分析来揭示隐喻使用者背后隐藏的议程、

企图和想法,其研究思路与批判话语分析基本一致.② 后者则主要关心隐喻

是如何建构事实的,而不太关心行为体使用某些隐喻的动因,这与上文中的

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议程基本一致,即将研究焦点集中于话语对身份的

建构而很少涉及谁以及为什么使用这些话语.尽管不排除第一类取向,但本

研究主要集中在后一种,即在对外政策话语中隐喻建构了一个什么样的 “现

实”以及这种现实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我们根据隐喻建构对外政策的机制

描绘出隐喻对对外政策的建构框架,即选择性意义建构、框定议程和隐喻推

理,如图Ｇ１所示:

图Ｇ１　隐喻与对外政策建构

第一,选择性意义建构.国际关系复杂多变,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决策

者需要借助隐喻建构意义从而获得对事实的理解.隐喻建构意义的方式是

“映射”,即当人们使用隐喻理解国际关系现象时,源域特征通过映射投射到

靶域从而获得靶域的意义.不过,这种对靶域的理解只能是部分而非全部,

因为不存在某个单一、具体的概念和某个抽象的概念是完全精确的和一致

的.正如默里指出: “每个隐喻都在强化某种选择性认识而忽略其他,从而

帮助将注意力聚焦在所支持的公共政策的期望结果上,忽略那些不想要的、

无法想象的或者不相关的前提和后果.每个隐喻都可以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强

调人们想要的东西,避开不希望面对的东西.”③

隐喻的这种选择性意义建构常常会引起国际事件的理解性冲突,这一点

在国际政治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２００１年４月１日中美之间发生

“南海撞机”事件,中国飞行员王伟牺牲,美军 EPＧ３侦察机迫降海南岛,一

４９

①

②

③

AlexanderSpencer,“TheSocialConstructionofTerrorism:Media,MetaphorsandPolicyImplicaＧ
tions”,pp３９７Ｇ３９８

批判话语分析可参见:RuthWodak,ed,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Sage,２０１３;NormanFairＧ
clough,TextualAnalysisforSocialResearch,Routledge,２００３;TVanDijk,ed,HandbookofDiscourse
Analysis:Volume１,DisciplinesofDiscourse,AcademicPress,１９８５.

MurrayEdelman,PoliticsasSymbolicAction:MassArousalandQuiescence,AcademicPress,
１９７１,p６７



隐喻与对外政策:中美关系的隐喻之战

场外交危机随之而来.中方要求美方明确道歉,而这在美方看来是不理智

的、不能被接受的.斯林格兰德等人通过对中美主流报纸的对比分析发现,

隐喻造就了中美两国对事件含义的不同界定,进而影响了双方不同的外交诉

求.① 在危机过程中,两国都使用了 “战争” (“battles”、“bully”,“挑衅”、

“打击”等)、“旅途” (“ontrack”、 “roadblock”, “发展”、 “一道”等)和

“经济”(“cost”、“debt”,“赔偿”、“利益”)三个范畴下的隐喻,但这三种

认知模式都不必然意味着道歉.两国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国使用了大量 “游

戏”和 “技术”范畴的隐喻,而中方大量使用了 “受害者”和 “民事关系”

范畴的隐喻.对于美方来说,游戏的赢家和输家都不需要有罪恶感,不需要

被惩罚,更没有必要道歉.技术性隐喻的潜台词就是减少感情色彩,冷静控

制局势,不让对方将事件上纲上线.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媒体使用的民事

关系隐喻有 “傲慢”、“面子”等,这种认知要求将人际之间的规范迁移到国

家间行为,暗含道歉的重要性.典型的受害人隐喻有 “强盗”、“任人宰割”、

“侵犯”和 “践踏”等,这就意味着美方需要给受害者一个道歉.

第二,框定议程.人们一旦接受某种隐喻,就等于在大脑内 “植入”了

该框架,会不可避免地按照这一框架观察世界和思考问题,从而左右政治议

程.这在美国两党施政纲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日常新闻中,我们发现美

国两党在各自政治议题上的立场似乎是不一致的,有时甚至前后矛盾.例

如,共和党以保护生命权为由而反对任何堕胎,但却又支持死刑,支持减

税,又要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相比之下,民主党则支持堕胎、支持累进增

税、减少国防开支.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的逻辑是框定两党思维逻辑的

隐喻造成的.莱考夫研究发现,这些看似矛盾的做法其实背后都源自一个共

同的概念隐喻,即 “国家是家庭”,区别在于共和党倾向于 “严父型家庭”

认知模式,而民主党则倾向 “慈爱型家庭”认知模式.② 在 “严父型家庭”

模式下,外面的世界被描述成危险和困难的,父亲是家庭的权威,需要强大

的军队来保护家庭,而孩子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惩罚.而且,世界是危险复

杂的,孩子要学会自助,孩子长大之后,家长就不要插手干预.此外,追求

个人利益也是高尚的行为,获得幸福就是获得财富,好孩子通过努力获得的

财富是对自己努力的回报,值得表扬而不是惩罚.相比之下,在 “慈爱型家

５９

①

②

EdwardSlingerland,EricBlanchardandLynBoydＧJudson,“CollisionwithChina:ConceptualMetaＧ
phorAnalysis,SomaticMarking,andtheEPＧ３Incident”,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５１,No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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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认知模式下,如果孩子犯错,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做一些好事来补偿

一下.这种家庭更看重同情心和责任,家长应该懂得孩子哭喊时需要什么,

理解孩子的感受,而孩子也需要学习对他人的同情心.家长对孩子负有完全

责任,而孩子也要学着对他人负责,最高的道义莫过于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关

怀的人.这两种家庭认知模式很好地解释了美国两党的政治行为.最近的研

究也再次表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行为立场仍在受这两种家庭隐喻模式的

制约.①

第三,隐喻推理.隐喻推理与形式逻辑推理不同,没有严格的规则或推

导公式,是旧的隐喻理解退却为背景而新的隐喻理解出现的过程.它通常涉

及下面一个或两个步骤:一是在原有隐喻框架下寻找新的蕴涵,二是从一个

隐喻过渡到一个新的隐喻,从而改变对其理解和体验,而这两个步骤通常是

在无意识中完成的.② 举个例子,“中美是夫妻关系”的隐喻实际上包含很多

内容,如 “夫妻吵架很正常”,因此我们可以得出 “中美出现摩擦很正常”

的结论.实际上,隐喻推理在人们的认知活动中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基本上

是以 “隐形”的方式发挥作用.③ 斯坦福大学蒂博多等人的心理学实验发现,

隐喻对于复杂事物的推理具有巨大作用,仅仅某个隐喻的使用就会引起人们

对于如何解决某个社会问题产生巨大的意见分歧.④ 理查德劳等人也发现,

公众依赖于隐喻推理来选择政策,人们选择的政策方案与隐喻使用是一致

的,即便那些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也不例外.⑤ 在国际关系领域同样如此,

例如帕里斯研究发现,美国对如何应对科索沃危机的政策讨论实际上是一场

“隐喻之战”,各方通过不同隐喻的使用推导出相应的对外政策,⑥ 当科索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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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发生时,为了理解科索沃所发生的事件,制定应对策略,美国决策精英

使用了 “越战”(“越南”、“泥潭”等词汇)、“大屠杀”(“大屠杀”、“种族灭

绝”、“集中营”和 “希特勒”等词汇)、 “慕尼黑” (“绥靖”、 “抵抗纳粹侵

略”、“慕尼黑”等词汇)和 “巴尔干火药桶”(“巴尔干火药桶”)等四类隐

喻展开辩论.在科索沃危机初期,克林顿称其为 “巴尔干火药桶”,表明其

潜在风险,但是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然后,在盟军轰炸的前一天的演讲中他

又增加了 “慕尼黑”隐喻,进而又使用了 “集中营”和 “种族灭绝”等隐

喻,为美军干预合法化提供理由.相比之下,反对者则在美国国会中批评克

林顿所建构的现实不符合科索沃的情况,并有可能将美国拖入另一个 “越战

泥潭”.这样,通过使用不同的隐喻,辩论双方完成了不同的政策方案的

推理.

此外,隐喻类型是影响建构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常规隐喻相比,新

奇隐喻与众不同,能够赋予过去、现在的经历、活动、事物和我们的知识、

信念以全新的意义,因此更受人们的关注.同时,同域映射的类比要比跨域

映射的隐喻对于对外政策具有更直接、更明显的影响,因为在历史类比的源

域中已经存在之前的政策选择,而隐喻更多的是提供可供选择的政策范围.①

三、 “利益攸关方” 和 “修昔底德陷阱” 隐喻

中美两国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间关

系的好坏不仅影响各自国家,还会波及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但

是,非常有意思的是,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处于比较模糊的状态,既

非盟友,又非敌人.诚然,这种身份上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

关系乃全球 “最广泛又最复杂、最有希望又最具挑战”的双边关系,② 很难

按照敌友来简单归类,但是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迫使人们 (包括决策者)需要

用某种方式理解、界定和观察它,进而确定相应的对外政策,因为外交政策

的制定和实施基于人们对事实的认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近年关于中美关

系的隐喻层出不穷,如 “中美国”(Chimerica)、“两国集团”(G２)、“全球合

作伙伴”(globalpartner)、“夫妻关系”、 “临界点”.下面我们以中美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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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典型隐喻 “利益攸关方”和 “修昔底德陷阱”为例进行说明.选择这

两个案例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这两个隐喻在描述中美关系时被广泛使

用;其次,提出这两个隐喻的主要初衷都是为了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但是最终对中美关系走向的影响迥异,这样可以更好地展示隐喻的建构

价值.

(一)“利益攸关方”隐喻

“利益攸关方”隐喻是美国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于２００５年９月在美中关

系全国委员会演讲中提出的,随后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布什政府在２００６年３
月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以国家战略的形式予以确认.① 时任中国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２００６年４月访美同布什总统会谈时也基本接受了这一隐

喻,指出 “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②

“利益攸关方”隐喻源自商业领域,是指在企业或项目中有利益关联的一方,

它的产生与自由主义商业文化浓厚的美国土壤有密切关系.按照神经语言理

论,“利益攸关方”会激活其蕴涵的 “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共担风险”

和提供 “公共产品”等意象,并将其运用到中美关系上. “利益攸关方”与

美国鹰派 “中国威胁论”话语是对立的,属于神经语言理论所说的 “互相抑

制”情形,即两者在大脑神经群中是互相抑制的,一方激活后会抑制对方的

激活.③ 下面,我们将按照上面提出的分析框架,详细分析这一隐喻对美国

对华政策的建构.

１ 选择性意义建构

从整体上说,“利益攸关方”隐喻映射下的中美关系现实是正面的,强

调接触与合作,人们更多地看到或关注中美双方广泛共存的利益.正如布什

总统所言,中美两国 “作为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者享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中方也认为美国是通过与中国合作的方式来维护世界秩序的.④ 例如,２００８
年中国海军首次赴索马里护航,美方是 “欢迎的”,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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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TheWhiteHouse,“Th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http://nssar
chiveus/NSSR/２００６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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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版.

GeorgeLakoff,“TheNeuralTheoryofMetaphor”,in Raymond Gibbs,ed,TheCambridge
HandbookofMetaphorandThought,p１９

GeorgeWBush,“PresidentBushandPresidentHuofPeoplesRepublicofChinaParticipateinAr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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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６期,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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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马西尔在国会作证时赞赏 “中国在亚丁湾反海盗部署对

解决共同的国际关注问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① 因为在 “利益攸关者”的隐

喻映射下,护航是中国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而非军力投射和势力扩张.试

想如果透过 “修昔底德陷阱”框架来看待中国海军参与远洋护航,很可能就

会将其解读为军事扩张.同样,当中国主动参与建设中日韩、中国—东盟自

贸区等地区一体化活动时,也不会被误解为是为了抛开现有秩序而 “另起炉

灶”,或者把美国排挤出亚洲.中国举办的 “六方会谈”也得到美方赞赏,

被美方认为是担当国际责任、维护国际秩序而不是一种拖延战术.② 此外,

“利益攸关方”隐喻还意味着对之前中美关系中冲突和矛盾的一面重新赋予

含义.例如,２０１５年９月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资深顾问詹姆

斯基思指出, “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在地区政治参与方面更加透明、更具包

容性.军事方面朝着同样透明方向发展也不容小觑.”美国将 “继续与中国

军方保持接触,希望双方关系透明、对等并继续发展”.③ 同时,在 “利益攸

关方”认知框架下,双方存在的不同点与分歧也被认为是正常的,不会朝

“敌人”或 “陌路人”等负面方向过度解读.正如佐利克所说:“在一个更大

的框架内进行管控,各方能在共同受益的、可持续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

中找到共同利益.”④ 这就如同公司 “股东”通过开会解决分歧,中美双方的

分歧也应该在长远和共同的利益框架下通过对话与协商而非对抗得到解决.

例如,在人权问题上,２００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美时暗示愿意重启之

前两国中断的人权对话,２００８年杨洁篪外长与美国国务卿赖斯会晤后双方达

成谅解并重启对话.⑤

２ 框定接触与合作议程

按照隐喻 “凸显”和 “掩盖”的框架特点, “利益攸关方”隐喻将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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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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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ates”,TheNewYorkTimes,December１８,２００８,http://wwwnytimescom/２００８/１２/１８/world/af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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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人权对话始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２年共举行１３次,之后对话终止,后于２００８年５月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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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Ｇdyn/content/article/２００８/０２/２６/AR２００８０２２６００９０３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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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注意力聚焦在共同利益而不是寻找分歧上,即使出现分歧焦点也是管

控而非渲染.２００６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即反映了这种框架作用,该

报告的中国部分主要关注的是中美如何共同协作共筑全球繁荣,并在开始时

就强调 “中国过去是反对国际制度的,而今天它是联合国安理会和世界贸易

组织的常任理事国”,从而将中国框定为国际体系的攸关方.① 事实上,直到

小布什总统第二个任期末,中美双方关系基本都在 “朝着正确的方向”发

展.② 同时,我们发现,这段时间中美两国间的对话层次和种类也在不断扩

大,双方新设立了中美战略对话 (２００５年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２００６
年启动)、中美人权对话 (２００８年恢复)、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２００９年启

动)、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 (２０１０年启动)等多个部长级以上政府间

对话机制.

３ 隐喻推理

“利益攸关方”隐喻属于跨域映射隐喻,就对外政策而言,其隐喻推理

虽然也可以产生 “从实然到应然”的 “规范性跳跃”,从而强烈塑造决策者

的政策偏好,但是其推理一般不指向具体的对外政策行为,而是限定了政策

的范围.③ 当美国将中美关系理解为 “利益攸关方”时,意味着中国是当前

(美国治下)国际秩序的 “局内人”而非 “局外人”,因此,该隐喻推理下的

对外政策应该是对话、合作性的.例如,在面对汇率、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

等问题时,美国政府不是采取对抗政策,而是 “制定实现长期共同目标的战

略并管理两国经济关系的短期挑战”,在２００６年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内阁级别

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来解决问题、促进合作.④ 再比如在安全方面,

２００９年南海问题开始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当时中国与南海相关各方摩擦增

多,同时又和美方发生了所谓 “无暇”号干扰事件.对此,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５
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听证,时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

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斯科特马西尔和美国国防部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助

理国务卿帮办罗伯特谢尔都明确向国会议员指出,与美国自由航行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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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暇”号事件和南海领土主权争端是两回事,需要加以区分.对于自由航

行和船只安全问题,美国继续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对话, “相信会有建设性的

方式解决这些难题”.而对于岛屿主权争端的担忧将 “真诚地向他们提出

来”,并注意到中国在解决陆上领土争端时 “已经采取更加和解的方式”.这

表明在南海问题初期,美国政府基本还是在按照 “利益攸关方”隐喻推理采

取对话沟通的方式解决双方的问题.①

不过,“利益攸关方”的隐喻推理并非总是正面的,也会给中美关系带

来一些摩擦.例如,“利益攸关者”意味着中美需要共担责任,而不能 “搭

便车”,因此,美方要求中方增加投入,多担当国际责任,增加国际公共产

品供给来维持国际体系的运行,而中方则强调共同但又有区别的责任.中美

双方对于 “责任”的推理和定义差异,逐渐导致双方尤其是美方开始质疑

“利益攸关方”认知模式,从而逐渐瓦解了使用这一隐喻的根基.② 但从目前

来看,当年的这些问题已经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此相反,中共十八大以

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地区和世界公共产品的供给,如 “亚投行”、“金砖国家

开发银行”,而美方却持反对或消极立场,将其解读为是对世界秩序的挑战.

我们将在下文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中对此加以分析.

(二)“修昔底德陷阱”隐喻

由于中美双方在 “利益攸关方”隐喻认知框架下对 “共同责任”含义产

生推理分歧,美方开始质疑中国是否是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特别是

２００９年奥巴马以 “改变”为口号赢得选举上台之后, “利益攸关方”隐喻逐

渐淡出中美双方的政治话语.③ 同时,由于 “无暇”号事件、周小川提出取

代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中国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会议上所谓的 “粗鲁”和

“傲慢”行为等事件,美国政治精英越来越认为中国变得 “更强硬”,霸权转

移以及崛起国与守成国冲突的话语遂不断发酵.④ 在此背景下,美国哈佛大

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将这种思维框架进行凝练,在２０１２年提出了 “修

昔底德陷阱”隐喻.所谓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

著作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丁怀特将该书视为国际关系领域 “唯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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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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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ateCommitteeonForeignRelationsHearing,“MaritimeDisputesandSovereigntyIssuesinEast
Asia”,pp３Ｇ１０

对 “利益攸关方”质疑的讨论,参见 AmitaiEtzioni,“IsChinaaResponsibleStakeholder?”InＧ
ternationalAffairs,Vol８７,No３,２０１１,pp５３９Ｇ５５３.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２０１０年５月发布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中国部分已经没有 “利
益攸关方”的表述.

关于美国出现的中国外交变得 “更强硬”的话语,可以参见 AlastairIainJohnston,“HowNew
andAssertiveIsChinasNewAssertivenes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３７,No４,２０１３,pp７Ｇ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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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认可的经典之作”.① 该书记录事件年代久远,但其结论,即 “使战争不可

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却广为流传.②

这种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必然性,也就构成了 “修昔底德陷阱”

隐喻的基本含义.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曾出现在美苏冷战时对两国关系的

讨论中,但是人们对这一隐喻的真正关注始于艾利森于２０１２年８月在 «金

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③ 艾利森将中美关系比作雅典和斯巴达的关系,

旨在提醒两国接受历史教训,相互做出调整以包容对方,避免 “修昔底德陷

阱”.之后,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两次访美期间,他又

分别在 «纽约时报»和 «大西洋月刊»等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再度强调要

用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框架看待中美关系,认为中美之间在接下来几十年

发生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比现在更加可能.④ 在他看来, “修昔底德陷

阱”是看清中美关系互动的 “最佳滤镜”.⑤ 下面,我们将按照上面提出的分

析框架,详细分析这一隐喻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建构.

１ 选择性意义建构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提出后就引起广泛讨论,被频繁使用,甚至有学

者指出它 “逐渐成为西方论述中美关系的主流”.⑥ 以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

理解中美关系,只能看到负面内容或者对所看到的事实做出负面阐释.按照

隐喻映射原理,雅典和斯巴达分别作为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 “冲突”、“对

抗”、“恐惧”、“不可避免”和 “挑战秩序”等就会投射到中美关系上,构成

中美关系的基本内涵,进而重构两国关系的现实.这种意义建构分为三类:

一是掩盖事实,使中美积极友好合作的一面成为盲区.在这种 “冲突”认知

模式下,源域中只有冲突和利益争夺而没有合作,所以人们在潜意识里会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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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丁怀特:«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载詹姆斯德代元主编: «国际关系理论批判»,
秦治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５页.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２１页;唐纳德卡

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曾德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６９页.
GrahamAllison,“ThucydidesTrap HasBeenSprunginthePacific”,FinancialTimes,August２１,

２０１２,http://wwwftcom/intl/cms/s/０/５d６９５b５aＧead３Ｇ１１e１Ｇ９８４bＧ００１４４feab４９ahtml＃axzz３nICF８uZ８
GrahamAllison,“ObamaandXiMustThinkBroadlytoAvoidaClassicTrap”,TheNewYork

Times,June６,２０１３,http://wwwnytimescom/２０１３/０６/０７/opinion/obamaＧandＧxiＧmustＧthinkＧbroadlyＧ
toＧavoidＧaＧclassicＧtraphtml? _r＝０;Graham Allison,“TheThucydidesTrap:AretheUSandChina
HeadedforWar?”TheAtlantic,September２４,２０１５,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
２０１５/０９/unitedＧstatesＧchinaＧwarＧthucydidesＧtrap/４０６７５６/

BelferCenter,“ThucydidesTrapProject”,September２２,２０１５,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
edu/publication/２５７６０/thucydides_trap_projecthtml

郑永年: «习近平与 “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替代», «联合早报»,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９日,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２０１５０９２９Ｇ５３１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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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合作的方面,如中美两国在环保、迅猛增加的人员往来、共同抗击传染病

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二是对两国之前本已存在的矛盾进行突出强化.比如,

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在８０年代中美蜜月期就一直存在,而

且当时的差异要比现在大得多,但鲜有人强调这种差异.然而,在这种新的

意义建构映射下,双方的这种差异就容易凸显出来.三是对两国间新发生的

事件进行负面解读.比如,美国认为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是 “蓄意破坏”二战之后美国和日本主导建立的世界银行和亚洲

开发银行,是中国将东南亚国家进一步拉入自己轨道的 “政治工具”,因此

不但美国自身不参加,而且说服日本也不参加,并对英国等国加入表示愤

怒,美国 (甚至包括一些中国人)将其解读为挑战现存金融体系的行为.①

实际上,亚投行只是一种经济行为,是中国勇于担责、为世界提供的 “公共

产品”,是对 “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特别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补充,

而不是替代”.②

２ 框定冲突议程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本身讲述了一个关于崛起国雅典和守成国斯巴达

之间为霸权而冲突的故事,因此在这个隐喻框架下中美关系议程自然就会为

争夺地区和世界领导权、零和游戏等冲突思维所主导.中美双方的任何举动

都会被纳入此框架内讨论,美国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是否在改变现状、挑战美

国霸权,而中国则会关注美国是否在围堵和遏制中国.这也就不难理解中美

关系议程中安全议题的分量迅速上升,近年来南海问题与网络攻击等议题被

反复热炒就是突出的例证.尽管美国官方不赞成用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来

理解中美关系,但是正如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所

指出的那样,中美两国都有很多专家认为美国正在遏制中国,美国在亚洲的

很多行为都是针对中国的.③ 此外,中国政府多次呼吁中美两国要避免 “修

昔底德陷阱”,也从侧面说明美方存在这种认知框架.“修昔底德陷阱”框架

对美国对华政策议程设置的破坏效应,使中美两国的防备、恐惧和冲突更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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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Perlez,“USOpposingChinasAnswertoWorldBank”,TheNewYorkTimes,October１０,
２０１４,A１;MartinFackler,“Japan,StickingwithUS,SaysItWontJoinChinaＧLedBank”,TheNew
YorkTimes,April１,２０１５,A６;NicholasWatt,PaulLewisandTaniaRranigan,“USAngeratBritainJoinＧ
ingChineseＧledInvestmentBankAIIB”,TheGuardian,March１３,２０１５,http://wwwtheguardiancom/
usＧnews/２０１５/mar/１３/whiteＧhouseＧpointedlyＧasksＧukＧtoＧuseＧitsＧvoiceＧasＧpartＧofＧchineseＧledＧbank

陈丽丹: «朱光耀在美重申:亚投行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人民网,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８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２０１５/０４１８/c１００２Ｇ２６８６６５９３html.

JohnKerry,“RemarksattheSixthRoundoftheUSＧChinaStrategicandEconomicDialogue”,JuＧ
ly９,２０１４,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２０１４/０７/２２８９１０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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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而对话合作共赢处于次要地位甚至被排除在外.正如中国著名学者王

缉思近期所指出的,近三四年来 “中美战略互疑加深了”.①

３ 隐喻推理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是历史类比隐喻,属于同域映射,因此源域中的

对外政策会通过隐喻推理套用到中美博弈中,即守成国要保护盟友、采取有

效措施遏制崛起国的挑战来维护自己的霸权秩序.这种隐喻式的推理和所采

取的相应对外政策行为,很容易造成双方战略误判,产生更加激进的对外政

策行为,这一点在中国南海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上文在 “利益攸关

方”隐喻部分所指出的,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００９年美国在中国南海领土问

题上基本持不选边站的模糊战略,总体上将南海问题与美国自由航行问题分

别看待.但是,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３日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怂恿、

支持东盟个别国家挑起南海议题,并未与中方事前沟通就发表了一份南海声

明.其在２０１４年出版的 «艰难抉择»回忆录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即她在

该会议前几个月就开始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做得 “过火了”,对该地区邻

国 “变得更加强硬”.② 可见,在她眼里,中国似乎有了 “修昔底德陷阱”剧

情中 “崛起国”咄咄逼人的雏形.在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艾利森发表关于 “修

昔底德陷阱”隐喻文章后的一个月后,美国参议院又举行了关于海洋岛屿争

端的听证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分会主席吉姆韦布在开

场中几乎讲述了一个南海的 “修昔底德陷阱”故事.他指出,自２００９年以

来南海主权争议和冲突风险不减反增,近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更加愿意使用

武力,如干扰美国 “无暇”号、切断越南和菲律宾执法船的电缆.他说,

“过去一年中国的行为是想进一步扩张在南海行政和物理控制面积”,因此

“今天引起的担忧就如同上世纪３０年代对日本和我８０年代在国防部工作时

对苏联的担忧那样来得迅速”.③ 这种认知很快被推演到政府采取的对外政策

上,例如,２０１３年美国宣布了对菲律宾和东盟地区的两个安全援助计划,后

者中有一半金额用于越南.美国不断派军舰和飞机到南海挑衅,从２００９年

的２６０余架次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２００余架次.④ 对于这些行动的逻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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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 «大国战略———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FT 中 文 网,２０１６年 ５月 ６日,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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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aryClinton,HardChoices,Simon&SchusterPaperbacks,２０１４,p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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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esinAsia”,OpeningStatementbySenatorJim Webb,September２０,２０１２,USGovernmentPrinting
Office,２０１２,pp１Ｇ５

邱越:«专家:美国频繁抵近侦察监视中国南海三大建设»,人民网,２０１５年７月３日,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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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长哈格尔在２０１４年香格里拉对话中讲得十分明确:“正如奥巴马总统本周

早些时候所言, ‘美国必须在世界舞台发挥领导作用’但是在最近几个

月,中国采取了破坏稳定的单方面行动来主张其在南中国海的声索.它限制

了黄岩岛的进出,对菲律宾长期在仁爱礁的存在施压,开始在多处填海,并

将钻井平台移入西沙群岛附近的争议水域我们坚定反对任何国家使用恐

吓、胁迫或者武力威胁来主张这些声索.我们也反对任何国家旨在限制飞越

或航行自由所有国家,包括中国,需要做出选择:团结起来重新致力于

稳定的地区秩序,或者背离这种承诺,危及惠及整个亚太数以亿计人和全球

数以十亿计人的和平和安全对于所有国家,选择已经非常明确,利益重

大.这些利益并不只是岩石岛礁主权归属或者其周围和地下的自然资源.它

们牵涉亚太基于规则秩序的可持续性.”①

对于美国来说,南海问题已经不仅是各声索国领土主权争端和普通自由

航行的问题,而是地区秩序问题.美国海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在２０１５年９
月１７日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的讲话更是印证了这些政策行动背后的 “修昔底

德陷阱”隐喻推理逻辑.他指出航行自由权不仅事关全球经济,还攸关美国

生活方式,因此美国将与盟国开展常态化自由航行行动,通过保持强有力的

存在来 “传达美国决心的信号”.② 造成这种局面,很重要的原因是这种推理

方式改变了中美双边对于对方战略意图的判断,即中美任何一方的行为都被

对方理解为国际和地区秩序之争,并以此推导出相应的对外政策, “修昔底

德陷阱”隐喻就成了 “自我实现的预言”.③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建构下的美国对华政策推理不可避免地将中美关

系的矛盾塑造为世界秩序和领导权之争,因而我们需要对其进行破解.从目

前来看,中国主要采取了三种应对方式:正面回应、解构 “修昔底德陷阱”

含义、寻求替代话语.第一种方式是正面回应,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以习近

平的两次讲话为代表.第一阶段是２０１４年初习近平首次对此直接回应,指

出中美都应 “共同努力避免陷入 ‘修昔底德陷阱’”,但不认为其适用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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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① 这意味着间接承认存在 “修昔底德陷阱”.第二阶段是２０１５年９月访

美期间,习近平指出 “世界上本无 ‘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

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 ‘修昔底德陷阱’”.与此同时,美国总统

奥巴马也在２０１５年首次公开回应,表示 “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

发生冲突的 ‘修昔底德陷阱’”.② 这种正面回应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美双方领

导人共同表态否认 “修昔底德陷阱”是十分必要的,但其本身并不能解除已

经沉淀在人们脑海中的认知框架.这种 “框架”仍存在,只要相关事件发

生,随时都可以激活人们脑海中的框架.第二种方式是解构 “修昔底德陷

阱”隐喻.秦亚青在探讨中国和平崛起的文章中曾指出,中国与西方社会不

同,中国人的思维是关系取向,认为对立事物之间是 “相互依赖、相互关

联、相互建构、互为条件,一方消失,另一方便会消失”的阴阳辩证法,③

因此,西方那套 “对抗冲突”思维不适合中国.钱乘旦等人更是直接指出

“修昔底德陷阱”与史实不符,是个 “杜撰的理论”,套在中美关系上更是

“张冠李戴”.④ 实际上,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根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研究就

表明,修昔底德的判断是不成立的,他指出有充足的资料证明在战争前雅典

没有不断扩张,“它对现状感到很满意”,而 “斯巴达人也没有对雅典表现出

过分的担忧”,两国本可以 “和平相处”.⑤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勒博也不同意

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说法.⑥ 这种解构对于破解该隐喻是非常

有益的,但其能否有效传播给大众、获得话语优势还有待观察.第三,破解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最根本的方法是提出替代隐喻.例如,中国国务院副

总理汪洋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使用 “夫妻”隐喻解释中美关系,⑦ 阎学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NicolasBerggruenandNathanGardels,“HowtheWorldsMostPowerfulLeaderThinks”,The
WorldPost,January２１,２０１４,http://wwwhuffingtonpostcom/２０１４/０１/２１/xiＧjinpingＧdavos _ n _
４６３９９２９html

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９月２４日,第２版;杜尚泽、李博雅:«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 «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９
月２６日,第２版.

秦亚青:«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制度、身份与中国和平崛起», «国际政治科学»,
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１２页.

钱乘旦:«拨开 “修昔底德陷阱”迷雾», «参考消息»,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４日,第１１版;彭成

义:«被颠倒的 “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战略启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

第１期,第１４页.
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３７０页.
RichardNedLebow,“PlayItAgainPericles:Agents,StructuresandthePeloponnesianWar”,EuＧ

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２,No２,１９９６,pp２３１Ｇ２５８
“USＧChinaRelationshipLikea(straight)Marriage—ChinasWang”,Reuters,July１０,２０１３,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ＧusaＧchinaＧdialogueＧhumorＧidUSBRE９６９１１Q２０１３０７１０



隐喻与对外政策:中美关系的隐喻之战

通提出中美竞争是 “足球而非拳击比赛”.① 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隐喻传

播效果有限,还没有进入中美双方听众尤其是美方听众大脑而形成隐喻框

架.令人鼓舞的是,中国新一代领导层高屋建瓴地提出了 “新型大国关系”

概念,力图破解 “修昔底德陷阱”.

四、 “新型大国关系” 与中美关系展望

鉴于界定中美双边关系的 “利益攸关方”隐喻框架逐渐失效、 “修昔底

德陷阱”隐喻肆虐,中国提出了 “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来厘定中美双方对于

中美关系的认知.２０１３年６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庄园会晤时

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即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 “合作

共赢”.② 中方的提议也基本得到美方的认可:２０１３年３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

顾问多尼伦在阐述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时说,要 “构建既有大国和新兴大国

之间的新型关系”;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乔治敦大学的

演讲中也表示,美国将与中国 “实施新型大国关系”;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４日奥巴

马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时,再次确认双方 “都致力于继续加强和建设我

们两国的新型关系”.③

“新型大国关系”属于常规隐喻,对中美关系做出了与 “修昔底德陷阱”

隐喻相互竞争、愿景完全相反的对外政策预测.它是在总结人类历史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确定了根本框

架”.④ 它将中美关系议程框定在管控分歧冲突和推进合作共赢方面,确实为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YanXuetongandQiHaixia,“FootballGameRatherthanBoxingMatch:China—USIntensifying
RivalryDoesnotAmounttoCold War”,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５,No２,
２０１２,pp１０５Ｇ１２７

习近平:«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 «人
民日报»,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７日,第２版;温宪、陈一鸣:«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

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０日,第１版.
TomDonilon,“TheUnitedStatesandtheAsiaＧPacificin２０１３”,March１１,２０１３,https://

wwwwhitehousegov/theＧpressＧoffice/２０１３/０３/１１/remarksＧtomＧdonilonＧnationalＧsecurityＧadvisorＧpresidentＧ
unitedＧstatesＧan;BarackObama,“Remarksby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XiJinpingofChinaBeforeBiＧ
lateralMeeting”,March２４,２０１４,https://wwwwhitehousegov/theＧpressＧoffice/２０１４/０３/２４/remarksＧ
presidentＧobamaＧandＧpresidentＧxiＧjinpingＧchinaＧbilateralＧmeeting;SusanRice,“RemarksasPreparedforDeＧ
livery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SusanERice”,November２０,２０１３,https://wwwwhitehousegov/
theＧpressＧoffice/２０１３/１１/２１/remarksＧpreparedＧdeliveryＧnationalＧsecurityＧadvisorＧsusanＧeＧrice

戴秉国:«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问题———戴秉国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谈中美如何避

免 “修昔底德陷阱”»,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０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１３４９１９２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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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增进互信、避免掉入 “修昔底德陷阱”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亚投

行问题上,美国最初认为它是对世界银行等金融制度的 “另起炉灶”,采取

反对和遏制政策,基本上是按照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框架思考和行事的.

但是,经过中国政府反复沟通,强调亚投行只是对现有金融秩序的补充,美

方逐渐改变了看法,美国总统２０１５年４月表态不反对成立亚投行,并表示

支持.①

但是,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提出的一个概念隐喻,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

级大国接受和消化它还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２０１４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国内

甚至还出现了反对使用 “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声音,因此要将新型大国关

系理念转变为中美两国政府和民间理解两国关系的主导性框架还需要做大量

工作.此外,从隐喻类型来看,新型大国关系属于常规隐喻,相比之前的

“利益攸关方”和 “修昔底德陷阱”等新奇隐喻来说,缺乏语言上的 “新奇

性”,相对来说更难博得听众尤其是美国公众的 “眼球”.

因此,下面我们将从隐喻认知的角度分析 “新型大国关系”话语的建构

问题.首先,从话语接受者的视角看 “新型大国关系”隐喻的意义建构.

“新型大国关系”是个新概念,面对的是两个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听众群

体,很容易产生不同效果甚至误解.例如, “新”字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特别

是１９１９年 “五四运动”以来基本上都是褒义的,如 “新青年”、 “新中国”、

“新时代”,对于中国听众来说, “新型大国关系”天然具有褒义的色彩,很

容易接受.而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有着强大的保守主义传统,“new”在美国政

治话语中褒、贬、中性都有可能,不会像在中国政治话语中具有那么强烈和

广泛的褒义色彩.就 “新型大国关系”英文 “anewmodelofmajorＧpowerreＧ

lationship”中的 “new”来说,它不会有中文语境中的那种 “褒义”预设.②

同时,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领导者,“新”本身可能预设着对当今秩序的改变.

其次,虽然习近平主席已经明确界定 “新型大国关系”隐喻的内涵,中美双

方在避免冲突、加强合作和坦承分歧方面具有共识,但是由于词语的意义取

８０１

①

②

BarackObama,“Remarksby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AbeofJapaninJointPressConＧ
ference”,April２８,２０１５,https://wwwwhitehousegov/theＧpressＧoffice/２０１５/０４/２８/remarksＧpresidentＧ
obamaＧandＧprimeＧministerＧabeＧjapanＧjointＧpressＧconfere

“新型大国关系”的常见英文说法还有其他多种,如anewtypeofgreatpowerrelationship,a
newmodelofmajorＧpowerrelations,anewmodelofmajorＧcountryrelationship等等.对于这些英文短语中

的 “new”,笔者在美国学者中做了一个小范围的调查,几乎所有人都不认为该词在这些短语中暗含褒

义色彩,基本认为该词是中性甚至贬义的.其实,中西方对于 “新”的理解差异在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

会口号 “新北京,新奥运”的英文翻译中就表现得很明显, “新奥运”翻译成 “GreatOlympics”.当

然,笔者并不是认为要删除或者重新翻译 “新”,而是说明其理解意义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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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该符号与语言系统中其他符号的差别, “新型大国关系”在美国语境下

也会产生一些错误的隐喻推理,主要包括:中方坚持新型大国关系要求双方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但是美方无法知晓中国核心利益的范围,担心为中国扩

张背书;中国所指的大国只包括中国、美国和俄罗斯而不包括日本、韩国等

美国盟友,有忽略美国盟友之嫌;甚至有美国人认为,接受这个概念意味着

中国在东亚建立势力范围,美国为避免冲突而安静撤出.① 美方的这种误解

显然与 “新型大国关系”隐喻具有巨大阐释空间有关,因为该隐喻本身就很

抽象,例如 “新”是什么? “新”到什么程度? 虽然在中国语境下这一概念

内涵已经明确界定,但是在跨文化交往中则不尽然.隐喻源域意义的不确定

性会影响意义映射和推理,因此,当前迫切需要 “固定”该词在中美两国语

境中的含义.除了解释沟通方法外,更需要通过具体、喜闻乐见的事例,以

一种直观化的方式让听众尤其是美国听众强化对其正确的理解.否则,在美

国这种民众常年经受政治 “口号”轰炸的国度, “新型大国关系”很可能会

被作为一种宣传 “口号”而被过滤掉.② 当然,在政治话语中出现歧义是正

常的,“如果不存在意义分歧,那它就不是个政治问题.”③ 最后,“新型大国

关系”的英文翻译有多种,但是每一种翻译似乎都是以一种普通短语形式出

现,而不是像在中文中那样是一个固定的名词,西方读者很难将其固化为一

个概念.而且,绝大多数英文翻译都至少有五个以上单词组成,这就使该概

念传播更加困难,因为英文中那些容易流行的概念都很短,一般不超过三个

单词,比如 “softpower”、“pivottoAsia”.

其次, “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传播除了每次中美接触时要反复提及,

更要依靠相关概念隐喻的建设来支撑,特别是中美双方听众都易于接受的新

奇隐喻.我们发现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不断蔓延的一个原因是,整个话语

语境中 “中国崛起”、“美国衰落”、“零和游戏”、“权力转移”等隐喻构成一

个网络支撑和激活 “修昔底德陷阱”认知框架,构成该框架的 “格式塔回

路”.④ 当前,中国已在提出和提倡一些有益的概念,如 “共生”、 “共赢”、

“天下”等,但是还需要更多.在新奇隐喻建设方面,我们需要借鉴莱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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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JanePerlez,“Chinas‘NewType’ofTiesFailtoSwayObama”,TheNewYorkTimes,November
１０,２０１４,A８

有些美国人认为该概念是中国的宣传口号,例如 AndrewSEricksonandAdamPLiff,“NotＧ
SoＧEmptyTalk:TheDangerofChinas‘New TypeofGreatＧPowerRelations’Slogan”,ForeignAffairs
Website,October９,２０１４,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２０１４Ｇ１０Ｇ０９/notＧsoＧemptyＧtalk.

MurrayEdelman,“PoliticalLanguageandPoliticalReality”,p１２
关于 “格式塔回路”,可参见 GeorgeLakoff,“TheNeuralTheoryofMetaphor”,p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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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五原则:(１)隐喻应该突出某些特征,同时掩盖其他特征;(２)隐喻

不仅仅要蕴含其他概念,更要蕴含这些概念的具体方面;(３)隐喻要赋予本

体新的意义;(４)隐喻要能支持行动,为推断提供理由,并能帮助设定目

标;(５)隐喻要与文化和过去经历产生共鸣,从而自然地忽略掉它掩藏的

方面.①

再次,建构 “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时要尽量考虑 “别想那只大象”的认

知规律. “别想那只大象”规律是莱考夫在 «别想那只大象:知晓你的价值

观,框定辩论节奏»一书中提出来的.具体而言,就是当一个人反复向人们

说 “不要想那只大象”时,人们会发现我们不但不会停止想象大象,而且还

会深陷其中.② 这里的 “大象”就是一个认知框架,当我们试图去否定它时,

我们其实是在激活这个框架.因此,框定议题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当我们试

图反对另外一方时,不要使用对方的语言.艾利森教授在提出 “修昔底德陷

阱”时巧妙地运用了这一规律,他在 «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和 «大西洋

月刊»的三篇重量级文章都是打着中美需要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的招牌,

不知不觉中便将 “修昔底德陷阱”框架植入人们的头脑,结果无论是批评者

还是支持者心里都有了一个 “修昔底德陷阱”.当前,中国在倡导 “新型大

国关系”时,常常会伴随提到 “修昔底德陷阱”,甚至长篇大论探讨 “修昔

底德陷阱”的错误和危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激活或者强化这种概念.③

中国在框定中美议程时需要考虑这些议程设定的认知规律.

最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新型大国关系”和 “修昔底德陷阱”对于

中美关系的竞争性解释还会存在,将引导着中美关系向不同方向发展,因

此,未来我们很可能面对的是冲突与合作并存的中美关系.这种冲突与合作

的博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已有的认知以及对未来经历事件意义的阐释,

而隐喻为我们理解和建构这种认知和意义阐释提供了很好的路径,事实上,

掌控公共领域隐喻的使用已经成为 “获取和保有权力”的方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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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LakoffandMarkJohnson,“ConceptualMetaphorinEverydayLanguage”,pp４８１Ｇ４８２
GeorgeLakoff,DontThinkofanElephant:KnowYourValuesandFrametheDebate,Chelsea

GreenPublishingCompany,２００４
笔者认为中国正面回应 “修昔底德陷阱”是必要的,旨在表明战略意图,但是媒体和学界过

多地直接使用和讨论这一隐喻,其实就已经掉进了该命题的认知 “陷阱”.
DavidPunter,Metaphor,p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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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　　论

本文的研究旨在为我们理解对外政策和语言建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框

架,深化人们对于国际关系中语言建构性的认识.虽然近二十年来在国际关

系研究中语言的建构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但是对于语言的内在建构机制或

路径关注较少.隐喻是研究语言建构机制的重要视角,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基

本方式,离开隐喻人们几乎无法交流和思考.将隐喻作为基本分析对象引入

对外政策分析,有助于揭示语言是如何将客观世界转化为认知进而影响身份

和对外政策的,从而充分展示出语言建构而非仅仅反映国际关系现象.为

此,本文在借鉴认知语言学、政治心理学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一个分析隐

喻建构对外政策的分析框架,即隐喻通过 “映射”选择性地建构国际关系现

实,构成对外政策的认知基础,通过隐喻的 “框架”作用框定对外政策的议

程,通过 “隐喻推理”建构对外政策的选项.我们通过对中美关系中两个典

型隐喻 “利益攸关方”和 “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分析,发现尽管两者提出

时的初衷几乎都是希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但是正如隐喻框架所预示的那

样,两者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利益攸关方”认知

“滤镜”下的中美关系相对来说更积极、更强调利益共存的一面,双方的议

程主要集中在寻求共同利益和合作方面,对于双方意图的推理更倾向于积极

方面;而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会自动选择双方关系中的负面内容,将双方

锁定在对抗和冲突模式中,对于任何事件和行为倾向于从敌对方面加以推

理.这一案例对比充分表明了隐喻在对外政策中的建构作用.

同时,上述隐喻案例研究也表明,中美关系是可以建构的,而并非是

“宿命”的,不同的隐喻可以呈现完全不同的中美关系 “现实”,导向不同的

对外政策和行为,这一点对于目前我国大力倡导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避

免两国陷入 “修昔底德陷阱”的主张意义重大.因为当人们在探讨建构作用

时,其前提是这种关系能够被建构而不是像自然规律那样,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沿着某种既定方向发展.当前,很多西方学者担心 “修昔底德陷阱”,

因为它被描述为 “铁律”,给人以强烈的现实主义历史宿命感.但是,我们

的隐喻研究解构了这种认知,认为它不过是人们描述现实和建构政策的一种

隐喻认知方式,是人们认知中美关系的其中一种而不是唯一 “正确”的方

式,“新型大国关系”完全可以成为两国关系的另外一种图景.可以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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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美关系话语中出现的 “修昔底德陷阱”和 “新型大国关系”话语的竞争

实际上是一场 “隐喻之战”,一场关于中美关系认知的话语权之战,而非一

个实然和应然的问题.中国政府提出 “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是主动把握中

美关系话语权的重要一步,为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及其话语解释争取主动权.

再次,隐喻的研究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话语建构具有重要意义.隐喻

不仅可以用来解构西方霸权话语,更是建构中国话语的重要工具,我们可以

通过隐喻重塑国际政治中的问题与解决方式.对于当前的 “新型大国关系”

话语而言,一方面需要加强 “新型大国关系”话语网络的建设,因为隐喻的

建构作用并非凭借单个概念隐喻就能完成,而是通过其背后的支持网络发挥

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在引入、讨论甚至批评某些西方概念时要注意辨别.

当前资讯发达,再加之中国与西方话语态势的差距,很多西方话语轻易进入

中国主流话语讨论议程,实际上挤压了中国自身话语的生存空间.我们发

现,对于一种隐喻如 “修昔底德陷阱”的过度批评其实已经不自觉地落入该

隐喻的认知框架.破解隐喻框架的最佳途径有时不是反复批评它,而是让它

淡出话语体系,不去激活它.试想如果美国报刊和学界天天讨论中国的 “和

谐世界”、“一带一路”等话题,无论是对其批评或者赞扬,不都是话语权的

一种表现形式吗? 但是,我们发现美国更多的时候采取的方法不是辩论而是

漠视.

最后,研究隐喻与对外政策建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说明隐喻建构对外

政策本身,更不是说某个隐喻是绝对的好与坏,而是说通过这种研究,我们

可以看清隐喻以何种方式框定了我们的认知与对外政策,从而能够找到这种

框定对我们的政策愿景可能造成哪些潜在的风险,进而及时补救.例如,案

例中的 “利益攸关方”和 “新型大国关系”隐喻虽然整体上正面,但是通过

隐喻分析,其蕴含的 “责任”和 “新”含义都是可以大体预测到的.

(责任编辑:吴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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